
第三章　人类学的分支学科

按照美国人类学的学科谱系，人类学包括四大分支学科，除了文化人类学外，

还包括语言人类学、考古学和体质人类学。本章简略介绍这三个分支学科。

第一节　 语言人类学

语言人类学是一门从人类学的角度研究语言和言语的学科。索绪尔认为，语

言是 “语言的社会方面，在个人之外”“只能通过社会成员所签订的一种契约而存

在”①。索绪尔是瑞士语言学家，他在 《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出了 “语言是一种

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的观点②。在他看来，符号是由 “能指”（ｓｉｇｎｉｆｉｅｒ）和 “所

指”（ｓｉｇｎｉｆｉｅｄ）构成，语言符号的形式 （或曰 “心理印迹” “声音图像”）为

“能指”，即能够指称某种意义的成分；符号指示的意义内容 （或曰 “概念”）为

“所指”。“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因为我们所说的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相连接

产生的整体，我们可以更简单地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不仅如此， “它 （指

‘听觉能指’）跟视觉能指相反，视觉能指可以在几个向度上同时并发，而听觉能

指却只有时间上的一条线，它的要素要相继出现，构成一个链条。”③ 索绪尔提出

的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线性特点至今仍被广泛接受并引用。

在对语言本质的探索方面，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的研究独具异彩。他的基

本理论观点体现在对语言的 “表层结构”和 “深层结构”的阐释上。他认为，尽

管人类诸语言的语法各不相同，但在其深层隐含着相同的结构。他把通过语音形

式表现出来的人类语言的不同语法结构叫作 “表层结构”（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把不

能直接从线性的语音序列中看出来的内在的语法结构叫作 “深层结构” （ｄｅｅｐ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乔姆斯基指出，所有人类语言都具有相同的深层结构，因此不同的人

①

②

③

［瑞士］菲儿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 １９９９年版，第
３６页。
［瑞士］菲儿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 １９９９年版，第
３７页。
［瑞士］菲儿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 １９９９年版，第
１０２、１０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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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可以互相学习语言。他把这种人类语言的深层结构又叫作 “普遍语法”（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ｇｒａｍｍａｒ），由于人类天生就具备了理解这种 “普遍语法”的能力，所以在幼儿时期

就能够很 “自然地”习得自己生长地区的语言，也能够很轻松地学习和掌握其他语

言的语法。乔姆斯基把这种通过学习就可以掌握的语法谓之 “生成语法”（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ｇｒａｍｍａｒ）。乔姆斯基提出的 “转换生成语法”（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Ｇｒａｍｍａｒ）

理论在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风行一时，因为它显然突破了传统的结构语言学囿于对语音形

式的 “表层结构”的分析，从人类的语言能力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和语言本质层面，探

究了语言的内在规律，即乔姆斯基意义上的 “深层结构”。

如果说始于 １９世纪中后期语言学对语言的结构研究为语言人类学的产生奠定

了 “本体论”基础的话，那么到 ２０世纪上半期，以北美人类学家为代表的群体对

语言与文化的研究则直接催生了语言人类学的形成。作为一门学科，语言人类学

的形成可追溯到 １９世纪末 ２０世纪初，到 ２０ 世纪中期以后渐成体系。下面这些代

表性的人类学家居功至伟，他们分别是摩尔根、博厄斯、萨皮尔和沃尔夫等人，

他们对语言和文化的研究使得语言人类学的发展一度达到顶峰。与一般语言学注

重语言的结构分析不同的是，语言人类学主张将语言置于其所处的社会和文化背

景中考察，它主要涉及四个方面的内容：语言的文化资源、语言的社会实践、语

言的历史记忆和语言的话语权利。譬如，摩尔根在 １８７１ 年发表的 《人类家族的血

亲和姻亲制度》，从语言学的视角讨论了印第安人的亲属称谓和族源问题。博厄斯

通过研究印第安人的语言，出版了一系列的专著，如 １９１１ 年的 《美洲印第安人语

言手册》，１９４０年的 《种族、语言与文化》，１９４１年的 《达利他人的语法》等。萨

皮尔和沃尔夫基于对印第安霍皮语的经验研究，认为语言是一个用来组织经验的

概念体系，这种概念体系不仅迫使人们接受一定的世界观，而且决定了人们的思

维模式，从而决定了人们的行为准则。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 “萨皮尔－沃尔夫

假说”。

２０世纪中叶以来，语言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日臻完善。苏联语言学家雅各布

森和美国哲学家、符号学家皮尔斯都把语言符号 （ｓｉｇｎ）分为象征 （ｓｉｇｎ ／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

ｔａｍｅｎ）、对象 （ｏｂｊｅｃｔ）和阐释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ｎｔ）三个部分，超越了索绪尔的 “能指”

“所指”两分法，皮尔斯关于 “符号三性论”的创见和雅各布森关于语言结构和语

言诗学的研究，成为语言人类学重要的理论依据。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受

到结构主义理论的影响，创立了结构主义人类学，发表了 《语言学与人类学的结

构分析》，提出把音位结构分析法运用到人类学的亲属制度研究中。而皮尔斯的

“符号三性论”把语言人类学的研究推向了又一个高峰。在皮尔斯看来，语言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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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对象 （ｏｂｊｅｃｔ）又可以分为拟象 （ｉｃｏｎ）、标志 （ｓｙｍｂｏｌ）和标指 （ｉｎｄｅｘ）三

类。拟象是感知形式与其所指意义相似的符号，譬如蜂鸣的 “嗡嗡”、狗吠的 “汪

汪”、鸡叫的 “喔喔”等；标志 （ｓｙｍｂｏｌ）是约定俗成的符号，其意义独立于其所

指的物质相似性和具体语境，一如索绪尔所谓的 “能指”和 “所指”意蕴；而指

标 （ｉｎｄｅｘ）是根据语境取义的符号，居于拟象和标志之间的连续性 （ｃｏｎｔｉｇｕｉｔｙ）。

我们可以用日常生活中的 “烟”和 “火”的例子解释皮尔斯的 “符号三性论”。

烟与火联系，看到烟就知道有火，烟是一种标指 （ｉｎｄｅｘ），指向火；以 “烟”指

“火”，并非约定俗成，而是它们之间有某种 “自然”联系。同时，烟与火的关系

也是连续性的，即从烟的 “符号”到火的现象，存在一种过渡性。①

近些年来，随着老一代语言人类学家渐渐退出学术舞台，新生代学者对语言

人类学的研究呈现 “跨学科”态势，突出表现在对一些关键词的互用上。譬如社

会语言学者和语言人类学者引入 “话语交互性”（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ｉｖｉｔｙ）和 “文本交互

性”（Ｉｎｔｅｒ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ｔｙ）概念来分析跨语言事件的延续性和稳定性，以及文本本身在

结构意义上的交流稳定性。譬如凯特·安德森以 “话语交互性”来分析美国语言

与种族的关系时发现，不断把特定的言语风格、社会类型和社会价值加以联系的

做法，实际上是在不断地 “制造”种族概念，以强化文化或者生物学意义的 “族

群边界”。话语分析的方法也在语言人类学领域得到借用。话语分析者通过详细记

录和分析被访者的谈话过程，使得 “线性的”话语流形成 “结构性的”规范模式，

并把这种结构与更广泛的社会意义连接起来。在这个过程中，被访对象本人与此

毫无关系，基于此，话语分析的方法因过分倚重录音文本的建构而遭受诟病。有

学者认为，这种 “听写材料”丧失了真实场景的细节，牺牲了社会生活的多样性，

是一种对录音文本的 “拜物教”。

当代语言人类学的研究领域一方面延续了传统的对语言结构、语言本质、语言

与思维等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上的研究，另一方面也涵盖了对语言与民族、语言与认

知、语言历史、非语言交流、双语 ／多语现象以及话语 ／交际民族志等在方法论和实

践论层面的研究。下面我们主要讨论语言与思维、语言与民族之间的交互关系。

一、语言与思维

语言是人类思维的主要工具，针对语言与思维的关系主要有三种观点。

① 纳日碧力戈：《语言人类学》，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第 ４—１３ 页。为便于理解，
本书引用时修改了一些词语的翻译，譬如 ｓｉｇｎ （指号）译成 “符号”，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ｍｅｎ （征象）
译成 “象征”，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ｎｔ （释义）译成 “阐释”，ｓｙｍｂｏｌ （符号）译成 “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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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语言决定思维

又称语言相对主义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ｔｙ），或语言决定论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

ｉｓｍ）。这一观点认为，语言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语言不同，

思维模式就不同，人们对事物的看法和认识也因而不同。 “萨皮尔－沃尔夫假说”

就是这个观点的代表。萨皮尔主要关注语言与民族文化思维的关系。１９３１ 年，萨

皮尔在 “原始语言的概念范畴”的演讲中说：“语言与经验之间的关系常常被人们

误解。语言不仅像人们常常天真地假定的那样，似乎是一个独立自主的、能产的

符号体系。这个体系很大程度上不依赖语言而获得经验，实际上，它还由于自身

完善的形式以及我们无意识地把它所隐含的期待投射到经验领域，从而决定我们

的经验。”① 可见，在萨皮尔看来，人们的生活不但在语言的影响之下，而且在某

种程度上，语言还决定了人们的行为 （经验或文化）。沃尔夫是萨皮尔的学生，他

继承并发展了萨皮尔的观点，提出了语言决定论的观点。沃尔夫的语言研究对象

主要是一种在美国亚利桑那州仍然在使用的北美印第安语言———霍皮语。沃尔夫

发现，霍皮语不同于英语之处不仅在于词汇，也在于名词和动词等语法类别，譬

如霍皮语并不用－ｅｄ，－ｉｎｇ和 ｗｉｌｌ来表明过去时、现在时和将来时态，而需要用另

外的单词或陈述，来标识已经完成的、正在进行中的和将来要发生的动作，即对

事实的陈述、对惯例的陈述和对未来期待的陈述。于是，沃尔夫得出这样的结论：

霍皮人行为举止的一大特征就是对准备的重视，包括宣布和即将举办的活动，为

保持理想的条件而做出煞费苦心的预案，强调为取得好结果在内心保有良好的

愿望。

“萨皮尔－沃尔夫假说”似乎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举例来说，英语中第三人称

单数可以用 ｈｅ，ｓｈｅ；ｈｉｍ，ｈｅｒ；ｈｉｓ，ｈｅｒｓ 来区分性别，而位于缅甸的小部落布朗

族却没有这样的区分。英语中存在性别上的不同，但却没有法语和其他罗曼语那

样，具有完全成熟的名词性别和形容词的一致体系，因此，根据萨皮尔－沃尔夫假

说，我们就可以断言：说英语的人会比布朗族更多地注意到性别差异，而比法国

人或西班牙人较少地注意到男女性别差异。２０世纪 ９０ 年代，语言人类学家仍然在

寻找新的案例来验证 “萨皮尔－沃尔夫假说”。卢西等人的研究发现，说瑞典语和

芬兰语 （这两个民族比邻而居，语言却截然不同）的人在相似的地区做着类似的

工作，遵循相似的法律和规章，却表现出相当不同的职场事故率：说瑞典语的人

的职场事故率明显低于说芬兰语的人。他们通过对两种语言的比较研究得出结论，

① Ｅ Ｓａｐｉｒ，“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ｉｎ 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ｖｏｌ ７４，１９３１，ｐ ５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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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印欧语系的瑞典语比较强调三维空间里的运动信息，而属于乌拉尔－阿尔泰语

系的芬兰语强调的是二维空间里的静态的关系，相应地，芬兰人在工作场所的组

织方式是注重个人表现超过组织性的行为，结果导致生产经常性的中断，事故

频发。

尽管有很多学者试图用各种实证研究的方式来验证 “萨皮尔－沃尔夫假说”的

合理性，但更多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否定这一假说，提出 “思维决定语言”和 “语

言反映思维”的观点。

（二）思维决定语言

早在 ２５００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提出思维范畴决定语言范畴的论断。他认为

语言是思维范畴诸经验的表现。现代西方心理学家皮亚杰则提出了与 “萨皮尔－沃

尔夫假说”相对立的认识先于语言，思维决定语言的 “认知假说”（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Ｈｙ

ｐｏｔｈｅｓｅｓ）。皮亚杰认为，语言是由逻辑构成的，无论从语言和思维的起源来看，还

是从语言和思维在儿童个体上的发生和形成过程来看，逻辑运算都要早于语言或

言语的发生。逻辑思维不仅早于语言，而且比语言更为深刻，因此，思维对语言

有决定作用。

（三）语言反映思维

由于思维方式更多是以文化实践的方式而存在，因此我们在阐释语言反映思

维的时候，又会以语言反映文化的表达方式。语言反映而不是决定文化事实，这

点可以在民族语言学中发现很多的例证。例如，住在玻利维亚高地的艾马拉印第

安人的主食是土豆，在他们的语言中有超过 ２００个关于土豆的词语，反映了他们的

传统里种植土豆、保存和烹饪这种食物的诸多不同方式。另一个人类学家注意到

的与此类似的例子是，在非洲的南部苏丹，过着游牧生活的努尔人拥有超过 ４００个

用来描绘牛的词语。努尔人还会从中选择一些词语为他们的男孩取名。通过对其

语言的研究，我们得以确定牛在努尔人文化中所具有的重要性，以及一整套和

人—牛相关的全部规矩。不过，一个民族的语言不会妨碍它以新的方式思维，如

果这种新的思维方式导致在共同的认识和关心的事情上发生变化，那么语言的变

化一定在情理之中了。①

中国国内的学者普遍持语言反映文化 ／思维的观点。语言学家罗常培曾通过对

彝族的亲属称谓和婚姻制度的例子来说明语言反映文化的观点。在 《语言与文化》

① ［美］威廉·Ａ 哈维兰：《文化人类学》（第十版），瞿铁鹏、张钰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
社 ２００６年版，第 １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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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书中，他是这样论述的：

在云南昆明近郊的黑彝 （彝族的一个分支）语言的亲属称谓中，对平表

（叔伯和姨的子女）的称谓，相当于对自己的兄弟姊妹的称谓，而不同于对交

表 （舅或姑的子女）的称谓。同时，在交表中，对舅表 （舅的子女）的称谓

语对姑表 （姑的子女）的称谓有严格的区分。之所以有这样的亲属称谓系统，

是因为黑彝实行一种限定性的交表婚制度。所谓交表婚制度是指优先与交表

结婚，而不能与平表结婚的制度。在黑彝的交表婚制度中又限定，只能与舅

的女儿结婚而不能与姑的女儿结婚。这种制度反映在亲属称谓中就是严格区

分平表和交表的称谓，同时在交表中，严格区分姑表和舅表的称谓。①

我们知道，亲属称谓在一个语言的词汇中属于相对比较稳定的部分，不容易

受到外来语言的影响。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昆明近郊黑彝的亲属称谓是如何反

映出 “舅表优先婚”的制度文化的。然而，现在的问题是，语言究竟在多大程度

上反映文化和思维形式，而思维和文化又是如何反作用于语言本身的。换言之，

与其纠结于语言决定思维，还是思维决定语言，抑或是语言反映思维这样的二元

对立论，还不如深入研究两者之间是如何互为影响的问题。相信语言与思维的关

系依然会在学术界持续地论争下去。

二、语言与民族

语言是人们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创造出来的，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表征，另一

方面；各民族会把自己的文化放在用语言作为标识的储蓄库里，通过语言可以透

视民族的文化以及民族的心理素质。语言与民族的关系一直以来就是人们探讨的

主题。语言学家威廉·冯·洪堡特认为语言是全部灵魂的总和，语言是按照精神

的规律发展的。“语言的所有最为纤细的根茎生长在民族精神力量之中，民族精神

力量对语言的影响越恰当，语言的发展也就越合乎规律，越丰富多彩。”② 这种

“民族语言即民族精神”的思想反映出语言与民族之间的本质关系，但不能简单地

把它们混为一谈。民族形成以后，语言从属于民族，打上民族的烙印，成为民族

的重要特征之一；另一方面，语言也影响民族的发展。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

①

②

罗常培：《语言与文化》，语文出版社 １９８９年版，第 ７９—８１页。
［德］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姚小平译，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９９年版，第 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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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约的关系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一是语言与族属；二是语言民族主义。

（一）语言与族属

在过去的 ５００年中，世界上 １０ ０００种语言中大约有 ３ ０００种已经消失，有些语

言只能在当地山川河流的地名中找到只言片语。即使在存活的 ７ ０００ 种语言中，也

只有极少数被使用，其中一半的语言只有不足 １０ ０００ 人在使用，有四分之一的语

言不足 １ ０００人在使用，换言之，世界上一半的语言只被 ２％的人口使用。

世界各地的民族中，族属与语言并非是一种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而是呈现

出 “一对多”或 “多对一”的现象。也就是说，一个民族讲同一种语言，或者同

为一个民族，却有多种语言同时使用，或者诸多不同的民族操同一种语言。在中

国，目前官方确认的有 ５６个民族，１２０ 多种语言，但只有汉族、蒙古族、维吾尔

族、藏族、苗族、彝族、壮族、布依族、朝鲜族、侗族、哈尼族等 ３７ 个民族仍然

在使用自己本民族语言，还有一些民族由于迁徙、战争、分化、民族融合等原因，

丧失了自己本民族的语言，而使用其他某一民族或者多民族的语言。这就是我们

所说的 “一族多语”和 “一语多族”现象。当代世界有 ２ ０００ 多个民族，却有不

到 ７ ０００种语言，民族数目不到语言数目的三成。

不仅如此，由于全球化进程的冲击，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民族如果同时使用

两种以上的语言，这些不同的语言可能相差很大，分属不同的语支，甚至分属不

同语族。譬如瑶族使用三种语言：属于瑶语支的 “勉语”；接近苗语的 “布努语”；

还有就是属于壮侗语族的 “拉伽语”。前两种属于苗瑶语族，而后一种属于壮侗

语族。

如果几个民族的大多数成员 （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二以上）丧失了自己的本族

语，转而使用另外一个民族的语言，就会出现 “一语多族”现象。例如，中国的

回族、满族、赫哲族、畲族、土家族、仡佬族等就全部或大部使用汉语，大部分

的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则使用维吾尔族语和哈萨克语。爱尔兰共和国的爱尔兰

人多数使用英语，墨西哥人、阿根廷人和古巴人等中南美洲国家则使用同属印欧

语系罗曼语的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等。

语言与民族之间的关系由于 “国家”的介入变得更加复杂。１７ 世纪以来，由

于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在欧洲出现的 “民族 ／国家” （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就是根

植于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种语言”的理念。随着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全球的

盛行，民族 ／国家的理念逐渐传播到世界各地，尤其是被殖民的、被统治的许多地

区同时出现急剧的民族语言消亡和民族语言复兴的现象，反映在语言上就是语言

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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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语言民族主义

国家或者民族有意或者 “无意地”把来自 “外国的”术语从官方或民间用语

中清除出去，以便确定自己独立的民族语言的地位，我们称之为 “语言民族主义”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这种现象不但出现在 ２０ 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追求民族民

主独立的亚洲和非洲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也会出现在欧洲的发达国家，譬如

法国就会定期从他们的语言中剔除一些美式英语的用法。在近现代社会里，这种

现象突出地表现在多民族国家的内部对其少数民族语言的 “内部殖民主义”。这类

例子包括 ２０世纪加拿大和美国政府所授权的对美洲原住民文化的压制，目的是将

这些原住民纳入主流社会。政府的政策包括把印第安儿童从他们的父母身边带走，

放在只说英语的寄宿学校，在那里，他们如果使用自己的传统语言就会受到处罚。

当再次回到自己的家庭，许多儿童已经不能和他们的亲人及邻居交流了。虽然这

些制度和政策已经被废除，但它们对美洲印第安群体保存文化遗产的努力造成了

持久的损害。

对少数民族来说，复兴已经消亡的语言或者与现有语言抗争，是维护其文化

认同和尊严的一部分。直到 １９３４年，美国政府才开始放松这一严酷的政策，但直

到 １９９０年，议会才通过 《美国土著语言法案》，鼓励印第安人使用自己的语言。

后一类情况中，犹太人在复国运动中利用复兴希伯来语确立起民族解放、国家独

立的重要依据和工具。以色列复国以后，反过来用同样的手法压制其国内的少数

民族发起的旨在取得民族语言和民族认同的 “依地语运动”。在一些多民族国家

里，政府采取维持其主体民族语言的同时，承认和鼓励双语教育的政策，以达到

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目标。

双语现象包括个体双语现象和社会双语现象。本书所谓社会双语意即某一族

群使用两种或多种语言的情况。双语现象是随着民族接触、语言接触而导致民族

文化融合的结果。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语言的习得是个体和社群接受 “文化濡

化”的结果，因此，对于本民族语言的学习是自然的过程。而对于少数民族而言，

他们不得不自愿或 “被迫”学习其他民族的语言。一般的，在经济、政治、社会

和文化上相对处于弱势的民族学习处于强势的民族的语言，而且这种情况首先会

在本民族中的社会精英，譬如知识分子、社会上层人士、商人等群体中发生并传

播。这种民族语言之间的 “长期竞争，功能互补”的态势不会形成所谓的 “语言

民族主义”，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之间及其与汉语的关系，大多属于这种情况。基诺

族对自己的母语感情深，男女老幼都会说基诺语，同时他们也会普遍兼用汉语，

用汉语与外族人交谈、做买卖、听汉语广播，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基诺语与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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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分工使用，和谐共存。云南德宏境内的阿昌族与傣族长期共处，互相依存，许

多人兼用傣语与汉语。傣语与汉语在功能上互补，在不同领域内发挥各自的作用：

阿昌语在家庭、村寨使用，有日常交际和文化传播的功能，汉语用于不同民族之

间的交流。

但语言民族主义的现象在全球还是随处可见的，尤其是多民族国家的国家政

体，常常有意或无意地强化主体民族的语言，或者突出官方语言的地位。１９９１ 年，

印度尼西亚的政府在爪哇岛城市三宝垄召开会议，成立爪哇语言议会，主持人是

来自爪哇的时任总统苏哈托。会上讨论的并非普遍意义上的爪哇语，而是少数殖

民地贵族精英使用的口语和书面语。苏哈托总统在会议上号召语言学家研究体现

在爪哇语 “正字法”中的爪哇哲学智慧，用来培育和弘扬爪哇精神，继承和发扬

古老的爪哇文化，符合国家新秩序的发展方向，有利于国家作为语言文化 “监护

人”的形象，可以为领土化的族群认同提供参照点。

第二节　 考　 古　 学

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为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或者与人类活动相关的遗址、遗物

和遗迹现象等，考古研究工作既立足于历时性的变迁和发展关系，又要同时兼具

共时性的视角探索历时性的演变规律。考古学因此被视为 “历史学中的人类学”

和 “人类学中的考古学”，由此导致了延续至今的学科定位之争。一种观点认为考

古学属于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其属于历史学的范畴；而当

下的考古学界越来越倾向于认为，由于考古学在研究材料和理论方法日益与传统

的历史学相去甚远，其应该成为 “不依附”任何学科的、独立的 “考古学”学科，

譬如在中国当前的学术分类中，考古学 “脱离”历史学，成为一级学科。

我们知道，美国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土著印第安人，当人们从古代遗址

中发现文化遗存的时候，总是自然地把这些遗存和土著印地安人的祖先联系起来。

这种学术上的联系最终造就了美国考古学的人类学传统。即使到今天，一些考古

学家依然坚持 “考古学即人类学”的取向。而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其他许多国

家和地区 （如欧洲大陆），考古学被视为历史科学的一部分，其学科归属和定位在

历史系，其学术旨趣聚焦在物质的遗存，或者说是遗物与遗迹。这种 “史学取向”

的考古学传统一直延续至今。譬如中国考古学家夏鼐认为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

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学科；英国考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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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戴维·克拉克认为考古学的理论和实践是要从残缺不全的材料中，用间接的方

法去发现无法观察到的人类行为。

尽管考古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田野工作特征和实验分析方法，

但作为一门专业性的学科类型，考古学可视为居于历史学和人类学之间的 “跨学

科”的结果。下面我们分别从人类学取向的 “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及以此为基

础的 “民族考古学”，以及从科技整合取向的 “新考古学”三个层面，介绍考古学

的理论基础、方法论基础、研究对象、内容和基本的见解等。

一、何为人类学的考古学

１９６２年，刘易斯·宾福德发表 《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在文中，他引用了威

利的话，认为如果考古学不是人类学的话，那么就什么都不是。宾福德主张考古

学就是人类学，考古学必须充分地借用人类学的理论与资料，“说明和阐释整个时

空内人类生存之物质及文化上的异同现象”。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其实是在探究如

何从人类学的视角补充考古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由于大多数考古材料无文

献资料可供参考，这些物质遗存也并非不言自明，因此考古学家的研究更像是自

然科学的探索和实践，需要对材料进行采集、分类、描述和阐释。我们熟悉的类

型学和地层学就是处理材料的方法，但是要读懂这些材料，单凭分类和建立年代

学是不够的，于是借助民族学 ／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和民族志材料成为必须。

著名人类学家林惠祥对中国东南区的 “有段石锛”的研究就是一个 “人类学的考

古学”的经典案例。有段石锛是中国东南区新石器文化的重要特征，也是国际性

的科学问题。林惠祥认为，有段石锛在中国大陆东南区即闽、粤、浙、赣和苏皖

一带的地方发生，然后向北传于华北、东北，东南面传于台湾、菲律宾以及波利

尼西亚诸岛。在论证其发生的三个主要理由时，民族志材料成为其主要的证据

之一。

有段石锛散布的地方如菲律宾和中国台湾的土著都是马来族，太平洋诸岛的

土人也由马来族混合而成。马来族原由蒙古利亚种海洋系迁到南洋而变成。在中

国东南区闽、粤、赣、浙的古民族是百越族，这一族据作者研究或即蒙古利亚种

海洋系留居在中国东南区者。这样看来，制造和使用有段石锛的各民族，在种族

上也应是互有关系的民族，即同属蒙古利亚种海洋系，但也只是蒙古利亚种海洋

系的一部分还不是全部。有段石锛中国东南区发现最多，而有时这一区又都是百

越族的住地，这不能说是偶然的事，而应该认为是有原因的，所以有段石锛应该

是古代百越族的文化物质，也便是发生在中国东南区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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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中国主流的考古学界，对于人类学取向的考古学视角大多持审慎的态度。

譬如夏鼐先生对于新考古学的态度就很 “耐人寻味”。一方面他承认新考古学派的

主张可以看作对传统考古学流于烦琐的一种反抗，可以促人深思和反省；另一方

面，又批评新考古学派的主张过于片面，似乎没有为学术界提供建设性的效益。

容观琼先生认为，我国的学者中，有人一方面把新考古学说得一无是处，另一方

面又正面肯定新考古学提出的见解，这种似是而非的态度令人十分费解。于是他

发表了一些文章和专著，阐述他的 “考古学的人类学”观，遗憾的是，容先生本

人及其追随者的学术努力在考古学界没有产生应有的反响。陈淳认为因为我国考

古学家主要是在历史学领域里受训的，将考古材料与文献相结合来做解释是得心

应手的传统。但也有一些考古学出身的学者，譬如考古学家李仰松从民族学证据

来解读史前工具的制作和使用、复原史前的制陶工艺、将佤族的聚落形态和葬俗

与考古材料进行比较、并破译仰韶文化中许多图案的含义。

一些学者基于考古学历史和当下实践，认为考古学仍然停留在通过类型学和

地层学的方法，确定考古遗存的年代和文化关系，而这显然无助于解读物质遗存

中的社会信息。来自美国考古学家的 “告诫”仍然言犹在耳，如果我们仍然满足

于孤立地对遗物本身进行描述分析，并不把它置于当时的精神文化和社会背景中

加以考察和理解，认识不到物质器物与人的关系，那么考古学和史前学就无权对

文化发表任何意见。因为文化是在一个社会单位里进行创造的成果的总和，而不

是游离于一个社会之外的堆积物。只有当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把文化看作行为完

整一体的系统时，考古学才不只是一种资料收集工作。

二、民族考古学

所谓民族考古学，究其实质是把人类文化的历时与共时研究加以相互结合。

其理论基础是通过类比分析的方法，从对当代社会的观察与近代这种观察所积累

的材料中，寻求有助于我们解释古代物质文化遗存的系统性知识，从而更好地复

原没有文字记录或只有口头语言不详记录的以往人类历史的全貌。换言之，把现

代民族志材料与考古学实物类比，从而复原古代历史。布鲁斯·特里格对民族考

古学做了如下的解释：民族考古学是用来了解物质文化怎样从其有机系统的位置

上过渡到考古学位置上去的。对这种物质转化过程的分析能够使考古学家了解正

常运转的文化系统中物质的废弃过程，通过对土著群体和部落社会中物质的废弃

率、废弃地点、缺失概率以及废弃实例的观察，来了解活体社会文化中物质保留

下来和不能保留下来的原因，从而建立起一套关系法则，使得考古学家能够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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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地从物质遗存中推断其所代表的文化系统。到 １９ 世纪中叶，像摩尔根、泰勒、

斯宾塞以及其他学者所做的民族志类比 （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ｓ）研究，逐渐被考

古学引用去解释考古出土的文物。美国早期的人类学家，如博厄斯、库欣和福克

斯等可以考虑是民族考古学的先驱者。到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民族志类比方法受到了

考古学界的重视。民族学与考古学的关系加强了，特别是在北美，它已成为考古

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族考古学的理论基础显然受到文化人类学的影响。文化人类学理论中的新

进化论是民族考古学产生的理论前提。我们知道，民族考古学是使用民族学资料

研究考古问题的科学，其具体的研究方法是以当代原始民族的资料解释考古发现。

因此，民族考古学的前提假设便是：全世界各民族的社会发展有着共同的规律，

全世界各民族的社会发展都经历着大同小异的发展阶段。因而民族考古学家可以

以今论古，即用现代原始民族的民族志材料来论述、阐明古代人类的情况。

在中国，民族考古学的传统始于南方的人类学传统厦门大学的林惠祥。早在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他就中国东南地区和南洋及太平洋诸岛发现的有段石锛，运用现

代台湾地区和太平洋诸岛的民族志资料，论证其发明、发展及用途，研究南洋民

族与中国华南古民族的历史关系，以及他对民间流传的 “雷公石”的研究，都是

成功运用考古学和民族学等学科资料的典范成果。中山大学的梁钊韬也运用考古

学文化结合民族学和历史文献资料阐述了有关东南沿海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与

古代吴越民族以至现代少数民族的关系。

童恩正、汪宁生等对 “铜鼓”的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民族考古学案例。铜鼓

是 “蛮夷之乐”，“南蛮酋首之家，皆有此也”。但铜鼓最早起源于古代的哪个民族

呢？这就牵涉它的最初主人的族属问题。童恩正就国内外早期铜鼓的年代、地域、

族属、功能等各个方面进行研究，最后得出最早使用铜鼓的是，大约在公元前 ７世

纪或更早一些时候，居住在滇东高原西部的一支属于淮僚系统的农业民族。在方

法上，他同样运用了民族志的成果 （资料），并结合考古发现、历史文献以及冶金

学知识进行了处理。汪宁生的铜鼓研究不仅回答了铜鼓源于木鼓的问题，而且确

定了铜鼓最早起源于中国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西部和贵州省西部，其对铜鼓

类型所做的 “六分法”以及有关铜鼓发展演变问题的推论，在今日之铜鼓研究中

仍有重大影响。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对古代 “屈肢葬俗”的研究。作者统计了中国

新石器时代墓葬发现的屈肢葬，并做了分类，然后将它与中外民族志中的有关内

容进行仔细的对比分析，并结合古代文献进行研究，最后指出屈肢葬的缘起是原

始人信仰灵魂不灭的观念，它普遍地不分区域地存在于原始社会的结构之中，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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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社会的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

可见，民族考古学是基于考古学的立场，“借用”文化人类学的有关理论、方

法和民族志材料，进行研究的视角和方法。汪宁生通过对西南少数民族中存在的

用竹签占卜的方式来解释考古遗物中出现的八卦和骨卜图案，认为他们解读卜兆

的方法可能是殷商卜人的方法。著名的考古学家张光直盛赞这是在中国考古学上

最好的例子 （指考古学借鉴民族志的方法研究）。因此，他建议文物考古工作者熟

读民族学。尽管如此，张光直仍然审慎地告诫考古学中对民族志类比方法的运用

可能由于 “民族学原理的有限性”导致教条主义的危险，同时，在民族学蓝图与

考古学、历史学史料之间，史料为先，不能拿史料去凑合蓝图，要用蓝图去对拼

史料。①

三、新考古学与人类学

新考古学 （Ｎｅｗ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又叫过程考古学 （Ｐｒｏｃｅｓｓｕａｌ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与

传统考古学秉承 “文化史”的视角不同的是，新考古学主张考古学的最高目标并

非了解历史，而是像文化人类学家那样努力阐明和检验人类行为的一般规律。它

要求考古学走出年代学和类型学的老路，以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程序为目的，

使考古学成为社会科学，对当代问题可以有所启示。因此，学者们总结，新考古

学不仅可以追踪某个地方不同文化的年代，还可以关注特定文化发展的原因，以

及该时代人工制品在整个生态系统中的作用。可以说，无论就其内容、方法，还

是理论、目标而言，新考古学完全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考古学，它是考古学史上

的一次革命，自从在美国兴起后，迅速波及西方学术界，对世界考古学影响深远。

其主要代表人物为刘易斯·宾福德、朗格，希尔和佛兰内力，以及英国的克拉

克等。

在 《考古学纯洁性的丧失》一文中，戴维·克拉克全面地描述了新考古学发

生、发展的时代背景，尤其表现在社会进步、观念的变革与科学的发展等方面。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之前，在北美考古学家的眼中，考古学是一门研究历史上人类及其

生活方式的学科，它的主要工作就是对这些历史遗物进行分类、描述和建构时间

序列上的演化史。文化历史考古学阶段有三个重要特征：第一，考古学家努力定

义个别的考古学文化，并用这些单位来建立区域年代学或文化序列；第二，考古

学家的目标是尽可能了解与这些文化相关的生活方式；第三，对历史文化的传播

① 张光直：《考古人类学随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１９９９年版，第 １２４—１２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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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解释。根据学科史回顾，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美国考古学有两大进展：一是聚落考古

学诞生；二是关注斯图尔德文化生态学。这两项进展标志着致力于史前社会适应

方式和社会结构研究的开始。聚落考古学对于在废弃过程中受到扰动相对较少的

一类资料的重要性给予了关注，因此对史前时期人们的居住背景可以提供很有价

值的信息。两种方法都鼓励将演变作为史前社会的内部过程来研究，从而提高了

对其内部结构的认识。可见 “考古学纯洁的丧失”从某种意义上在昭示新考古学

的人类学取向。

布鲁斯·特里格对新考古学的理论立场给予了精准的评述：首先，新考古学

推崇新进化论。新进化论与 １９世纪文化进化观相似，深信文化之间所有重要区别

都可以看作从简单到复杂发展的不同状态。因此，在解释文化变异时，发展是一

个需要解释的主要因素。新考古学受新进化论 “游群—部落—酋邦—国家”这一

单线进化模式的影响很大。其次，新考古学强调文化的系统论观点。如宾福德强

调，文化是不同个体以不同方式参与的产物，采纳了怀特将文化看作功能性整合

热动力系统的概念，并摒弃了涂尔干将社会简单定义为各组成部分功能上协助整

体运行的观点。新考古学很快取代了静态的整合观和怀特较简单的系统演变观，

而代之以源自控制论，以各亚系统通过正负反馈整合到一起的模式。再次，新考

古学对生态学倾注了极大的兴趣。最后，新考古学采取阐释的演绎模式，认为解

释和假设是同等重要的相关主张。

学者们总结指出，新考古学在 “范式”上的革命性变化主要表现为以下特点：

强调文化生态学，将人类文化看作人地互动的产物；信奉新进化论，认为考古学

的最终目的是要阐释社会演变的规律；提倡系统论，认为文化并非静态器物的集

合，而是功能互补的动态系统；强调实证论的科学方法，用问题导向的演绎—检

验方法来解释文化变迁的动因。新考古学的命运似乎是 “昙花一现”，它形成于 ２０

世纪 ６０年代，只是持续了 ３０余年的时间，到 ９０ 年代以后渐趋式微。在特里格看

来，其 “兴也忽，亡也忽”的原因在于其 “理论基础不靠谱”。他认为，在这群人

中，新考古学家致力于运用考古资料对发展社会科学一般性理论做出贡献。同时，

他们从人类学，特别是从斯图尔德和怀特的著作中借用了当时还没有为大多数民

族学家所采用并尚有争议的一套概念。之所以选用这些概念，并非因为它们被证

明比其他概念更牢靠，而是因为它们貌似增强了考古资料理论上的重要性。而在

华裔考古学家张光直看来，新考古学 “盛极而衰”的主要原因是新考古学派 “唯

我独尊，排除异己” “借用或制造读者不懂，自己也不懂的新术语”，以及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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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本身鄙视的态度和对所谓 ‘程序’的过分强调”等。① 因此，新考古学最大

的吸引力是一群 “离经叛道”的年轻人在 “挑战”他们的前辈一直以来主张的

“烦琐的技术层面”的追求。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初，新考古学曾被引介到中国。但除了部分主张把 “考古学置

入人类学”学科的学者为之发声之外，中国的考古学家似乎没有更大的兴趣，以

至于新考古学在中国大陆也是 “无疾而终”。夏鼐在 《什么是考古学》和 《中国大

百科全书·考古学》的序言中指出，以宾福德为首的所谓 “新考古学派”主张考

古学应该是一门研究 “文化过程”的学科，研究目标在于探索 “文化动力学规

律”。他认为，新考古学派撰造一些别人难以懂得的术语，以阐述他们的范例和理

论，提出他们的模式和规律，并认为他们的主张过于片面，只能看作对传统考古

学流于烦琐的一种反抗。不过也有大陆的考古学家持宽容和发展的眼光，肯定新

考古学给中国考古学界带来的冲击。曹兵武认为，新考古学可以概括为以当代科

学的方法和思维方式处理考古学材料、重建人类的过去并进而追寻人类文化发展

过程与规律的一种探索。新考古学代表了考古学发展的新范式———过程主义———

的研究阶段，构成这一新范式的既有考古学家对考古学 （包括文化和目标）的新

理解，也有实施这种新理解的新方法，它们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在这一体系

中，考古学家拥有了一个更广阔的天空，拥有了一种新的可能性，而且这种可能

性已被逻辑和部分的实践所证实———这种可能性是合理的。当然，实现新考古学

的目标，尚需要时间和更多、更普遍的实践。

第三节　 体质人类学

体质人类学也称为生物人类学，是从生物和文化结合的视角来研究人类体质

特征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变化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与一般意义上的生物学研究不

同的是，体质人类学是以生物学的本体论知识为基础，把人类的生物学特征置于

整个人类历史和文化的链条中考察，它借鉴和利用许多相关学科———譬如地质学、

古生物学、遗传学以及现代新兴科学分子生物学、遗传学———进行研究，其知识

体系涉及人类起源、人种学以及人类遗传等方面。

近代科学产生之前，在人类起源问题上的观点和讨论主要围绕着神话、巫术、

① 张光直：《考古人类学随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１９９９年版，第 １４３—１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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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等形式，譬如 《圣经》里的 “上帝造人”，中国神话中的 “女娲造人”等。

神话、巫术和宗教多以隐喻的思维方式来理解人类的起源，显示其独特的不同于

科学的逻辑。针对 “神创论”，从 １９ 世纪初开始，一些生物学家、博物学家等开

始质疑并创造新的观点，这就是我们熟知的 “进化论”。从 １８０９ 年法国生物学家

拉马克的 《动物哲学》，到 １８５９ 年英国博物学家达尔文的 《物种起源》；从托马

斯·赫胥黎的 《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到 １８６８年德国博物学家海克尔的 《自然

创造史》等，都在论证相似的观点，即人猿同祖论。１８７１ 年，达尔文发表 《人类

起源和性选择》，在书中他明确提出了 “人类演化的非洲说”。１８７６ 年恩格斯在

《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提出 “劳动创造人本身”的观点，

其背后的理论基础也是进化论。２０ 世纪以来，在人类起源问题上，分子生物学把

对 ＤＮＡ的研究成果运用到体质人类学领域，把体质人类学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更广

阔的天地。

一、人类的演化

达尔文和赫胥黎对于人类起源研究的证据主要来自将现代人类与和猿类比较

的解剖学和胚胎学研究，属于间接的证据，缺乏最直接的人类祖先的遗骸化石证

据，也就是说，人类从猿演化到人的过程缺失化石证据。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荷兰学

者杜布哇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先后发现人类下颌骨、头盖骨、牙齿和股骨化石。

根据形态研究，杜布哇将这些化石归入一种远古人类：直立猿人，认为它是从猿

到人之间的缺失环节。由于当时没有发现这种生活在 ５０ 万年前的爪哇直立猿人使

用石器工具的考古学证据，因此爪哇直立猿人是否为人类的先祖引起了学界争议。

２０世纪初，在中国发现的北京猿人的头盖骨、牙齿、下颌骨和头后骨等化石在形

态上与爪哇直立猿人接近，不仅如此，在北京猿人发掘地的周口店还发现了大量

的古人类制造使用的石器、用火痕迹和其他的动物化石等证据，这确定了直立人

在人类起源和演化过程中的地位。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以后，在东非和北非地区也发现了直立人化石，人类起源研究

的中心逐渐转移到了非洲。随着南方古猿非洲种、南方古猿鲍氏种的发现，南方

古猿的化石证据显示出其枕骨具有大孔，位置靠前，股骨粗线，盆骨宽而矮等特

征，表明与直立行走有关，这说明南方古猿应该属于人类范畴。迄今已经在南非

和东非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和中非乍得等多个地点先后发现了大量的

南方古猿化石。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学者在奥杜威峡谷距离东非人头骨发现地不远

处，发现了被称为 “能人” （意思是手巧的人）的化石，证明 “能人”已经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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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石器工具的能力。古人类学界一般认为 “能人”就是人属的早期成员。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以来，在中非的格鲁吉亚、欧洲的西班牙等地发现了更新世中期人类化石，

以及在东非的埃塞俄比亚、肯尼亚、乍得发现了地猿、原初人、撒海尔人三批时代更

早的燃料化石。按照化石形态和生存年代，人类演化大致划分为如表 １所示①：
表 １　 人类演化历程

阶段名称 生存年代 分布区域

人猿过渡 距今 ７００万—５２０万年 乍得、肯尼亚、埃塞俄比亚

南方古猿 距今 ４４０万—１５０万年

东非：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坦桑

尼亚

中非：乍得

南非

能人 距今 ２６０万—１５０万年
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

南非

直立人 距今 １９０万—２０万年

东非：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坦桑

尼亚

北非：阿尔及利亚

东亚：中国、印度尼西亚

西亚：格鲁吉亚

欧洲：西班牙、意大利、法国

古老型智人 距今 ６０万—１０万年前 非洲、亚洲、欧洲

海德堡人 距今 ７０万—１３万年前 欧洲、非洲 （？）

尼安德特人 距今 １３万—３万年前 欧洲、西亚

早期现代人

（解剖学结构上的现代人）
距今 １６万—４万年前 非洲、亚洲、欧洲、澳洲

完全现代类型人类 （现生

人类）
８万年，或 １万年以来 世界各地

二、现代人起源：“非洲说”与 “多元说”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中期以来，现代人起源的研究形成了 “非洲起源说” （ｏｕｔ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和 “多地区进化说” （ｍｕｌｔｉ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这就是俗称的 “非洲说”

① 戎嘉余主编：《生物演化与环境》，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８年版，第 ３７２—３７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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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多元说”。“非洲说”认为最早的现代人大约 ２０ 万年前出现在非洲，１３ 万年

前开始走出非洲，向世界各地扩散，取代了当地的古人类，成为各地现代人的

祖先。

美国人类学家首先提出 “人类起源于非洲”的假设。他们发现，大约在 ４ 万

年前，旧石器中期文化似乎被旧石器晚期文化突然取代，其间没有任何过渡迹象。

这种全新的文化以高度发展的洞穴壁画、实用物件上的艺术表现和以动物骨角为

原材料的工具的广泛使用为代表。考古学家推测，原先其他大陆存在的古代人类

或人科动物，如欧洲和中近东的尼安德特人、亚洲的 “古人”不仅没有演化成现

代人，反倒在竞争中被代表新文化的 “新人”所取代。最初，这一假设还认为现

代人走出非洲向各处迁徙的过程中，与各地原有的 “古人”有某种程度的混血。

后来，混血的说法被遗传学家所否定。也就是说，来自非洲的新人完全取代了原

先存在的古人类。

“非洲说”得到了考古学和分子生物学的有力支持。１９７４年，美国克利夫兰自

然历史博物馆馆长唐纳德·约翰逊一行在埃塞俄比亚东部发掘出一具化石骨骼，

完整度是整个个体的 ４０％左右，经过考古验证，这具化石骨骼可以 “还原”出个

体身高大约 １ １米，她的外表虽然像类人猿，但从整体骨骼结构来看，她属于可直

立用两脚行走的原始人类。这块化石被命名为 “露西”，露西在埃塞俄比亚当地的

名字叫 “金格利许”，意思是 “你真奇妙”。露西的出现，为人类进化史衔接类人

猿和人类之间断裂的缺口带来了新的理论，被视为研究人类起源的里程碑。

１９８７年，英国 《自然》周刊上刊登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三位分子生物

学家卡恩、斯通金和威尔逊的 《线粒体 ＤＮＡ与人类进化》一文，他们选择了祖先

来自非洲、欧洲、亚洲、中东以及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的土著共 １４７ 名妇

女，从她们生产后婴儿的胎盘细胞中成功地提取出 ｍｔＤＮＡ，对其序列进行了分析，

并根据分析结果绘制出一个系统树。所测定的婴儿 ｍｔＤＮＡ 可以将所有现代人最后

追溯到大约 ２０万年前生活在非洲的一位妇女，她可能就是今天生活在地球上各个

角落的人的共同 “祖母”。大约 １３ 万年前，这个 “祖母”的一群后裔离开了他们

的家园非洲，向世界各地迁徙扩散，并逐渐取代了生活在当地的土著居民直立人

的后裔早期智人，从此在世界各地定居下来，逐渐演化发展成现在的我们。这就

是著名的现代人起源的 “夏娃 （Ｅｖｅ）假说”。

“非洲说”还有 “尼人”作为 “反证”。１９９７年 ７月，美国 《科学》周刊发表

了一篇文章，引起学术界一片喧嚣。德国慕尼黑大学的分子生物学家克林斯等，

对 １８５６年发现于德国杜塞尔多夫城尼安德特峡谷的、距今大约 ６ 万年的尼安德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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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以下简称为 “尼人”）化石，进行了 ｍｔＤＮＡ 的抽提和 ＰＣＲ 扩增，并对提取

出的 ＤＮＡ进行了测序。发现尼人的 ｍｔＤＮＡ 序列中有 １２ 个片段与现代人类的完全

不同，尼人的 ｍｔＤＮＡ处在现代人类的变异范围之外，推算得出的分化时间在 ３０ 万

年以上。而历史上尼人和现代人的并存历史在 １０ 万年以内，如果这两个人种之间

有直接传承关系，其差异应该不超过 １０ 万年。由此推测，尼人不可能是现代人类

的直系祖先，他们根本就没有将其血缘遗传给现代人类，只成为人类演化史上的

一个旁支。这一研究结果支持了 “非洲说”。

褚嘉佑等 １４位中国学者 １９９８ 年在 《美国科学院学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也

支持现代人起源于非洲的观点。他们利用 ３０个常染色体微卫星位点 （由 ２～６ 个碱

基重复单位构成的 ＤＮＡ 序列），分析了包括中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南北人群在内

的 ２８个东亚人群的遗传结构，研究结果支持现代中国人也起源于非洲的假说，并

且认为现代中国人群是由东南亚进入中国大陆，而非通过中亚移民过来的。但是

由于样本量较少、群体代表性不强，且微卫星位点突变率较高，对追溯久远事件

有一定局限性等原因，褚嘉佑等人的工作对证明东亚人群起源于非洲的观点还不

十分令人信服。

２００１ 年，柯越海等人对来自中国各地区近 １２ ０００ 份男性随机样本进行了

Ｍ８９、Ｍ１３０ 和 ＹＡＰ 三个 Ｙ染色体单倍型的分型研究。他们选择的三个 Ｙ染色体

非重组区的突变型 Ｍ８９、Ｍ１３０ 和 ＹＡＰ 均来自另一个 Ｙ 染色体单倍型 Ｍ１６８。

Ｍ１６８ 突变型是人类走出非洲并扩散到非洲以外其他地区的代表性突变位点，它

是所有非洲以外人群 Ｙ染色体的最近的共同祖先，所以 Ｍ１６８ 是现代人类单一起

源于非洲的最直接证据，在除非洲以外的其他地区没有发现一例个体具有比

Ｍ１６８ 更古老的突变型。被检测的所有中国 １２ ０００ 份样品中全部都携带有来自非

洲的 Ｍ１６８ 突变型的 “遗传痕迹”，因此他们认为，Ｙ 染色体的证据并不支持中

国现代人独立起源的假说，而支持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东亚现代人起源于非洲的

假说。

“非洲说”已被崇尚科学主义的西方学术界广泛接受。按这一假设，现代人与

原先亚、欧大陆生存的 “古人”无关。那么，“古人”又是如何消失的呢？显然，

在这一点上 “非洲说”难以令人信服。于是一些学者主张和支持 “多元说”，代表

人物有美国密歇根大学人类学系的考古学家沃普夫和中国中科院院士吴新智、澳

大利亚国立大学的考古学家索尔尼，故国际上又将 “多元说”称为 “沃－吴－索”

假设。这种观点相信，到目前为止，非洲仍是人类演化的源头，但人类的远祖早

在 “直立人”时期，也就是距今 １００ 多万年前，就走出非洲。旧大陆上的现代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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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是在各大陆上独立演化形成的，但在这过程中存在着基因漂移的现象。可见，

“多元说”主张世界各地的现代人起源于当地的古人类，其主要证据是一个地区不

同时代的古人类化石具有一系列的共同特征，在演化上呈现出区域连续性，尽

管可能与其他地区的古人类存在一定程度的基因交流，但一地的古人类存在区

别于其他地区的古人类的区域性特征。中国学者吴新智提出的 “连续进化附

带杂交”无疑就是属于 “多元说”的观点。他认为，在中国境内发现的古人

类化石 （从直立人阶段的元谋人、北京人、南京人，到早期智人阶段的大荔

人、金牛山人、许家窑人、马坝人，一直到晚期智人阶段的柳江人、山顶洞

人、资阳人、丽江人等）具有一系列共同的形态特征，如上面部低矮、面部

扁平、颧骨额蝶突扁向前方、颜面中部欠前突、鼻区扁塌、眼眶呈长方形、铲

形门齿等。同时，现代中国人的形成有来自其他地区人类基因交流的影响，如

在一些中国古人类化石上发现圆形眼眶、发髻状枕部、梨状孔上外侧膨隆等欧

洲尼安德特人的特征。

范可认为，两种假设中，“多元说”更可能为 “种族”分化提供解释。除

却政治的因素，现代人类学之所以不接受人类存在着不同种族之说，主要是因

为一个 “种族”内独立个体间的差异要大于种族间的总体差异。我们实际上

无法在科学的意义上确认一个独一无二的种族标本。恩蒂尼认为，任何否定种

族存在的观点都不能成为否认人类存在着生物性差异的托词。他指出，主要是

遗传的因素，而非其他，决定了部分黑人拥有超凡的运动天赋。恩蒂尼在近十

多年来一些考古学家和分子生物学家对 “非洲说”提出的修正上，找到了这

个答案。恩蒂尼相信，现代人实际上是远古不同人类种族的混血后代。但这是

从基因的角度说的，现在我们所见的肤色、发型等一些体质表型，应当是现代

人走出非洲之后，对不同地理环境的适应和基因漂移、基因突变等因素作用下

的结果。

三、“种族”问题

最早提出人种科学分类的是瑞典的卡尔·林奈。他在 １７３５ 年出版的 《自然系

统》一书中，根据不同的大陆洲和肤色，把全世界的人分为美洲红种、欧洲白种、

亚洲黄种和非洲黑种四种人种。１７７９ 年，德国的布鲁门巴赫根据地理区域把人类

分为五个人种，即高加索人种、蒙古人种、埃塞俄比亚人种、美洲人种和马来人

种。此后两个多世纪以来，相关的研究基于其他不同的标准，如发型、发色、头

型、鼻面形态等人体形态的体表特征，提出过 ２００多种人种分类体系。那么人种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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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原因是什么呢？根据现代遗传学的研究，人种形成主要由四种因素决定：突

变、基因重组、迁徙和选择。基因是遗传的基本单位，主要在染色体上，遗传基

础的差异是由于基因的突变和重组，突变是遗传物质的物理化学变化，基因重组

是由于杂交产生的；另一方面，人类的迁徙和地理环境的选择导致不同人种之间

的婚配形式等社会文化因素，反过来又会促使生物基因的变化。因此，人种的形

式既受生物性因素的制约，又同时受到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

种族概念的内涵在很大程度上与人种重合，主要强调在体质形态上具有共同

遗传特征的人群共同体，因此，生物学上的种族被定义为亚种，即与同一人种内

与其他群体具有基因差异的群体。不过，这种生物学建构的种族概念至少存在三

个 “陷阱”：首先，“多大程度上的差异才会造成分类学意义上的种族差异”至今

尚未达成共识，或者说根本不可能达成共识；其次，现代遗传学的研究表明，任

何一个种族都没有出现其拥有独一无二的、其他种族中不存在的基因，换言之，

种族之间的遗传基因是 “开放的”“流动的”；最后，同一群体不同个体之间的差

异性有时甚至大于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性。因此 “种族”概念的形成与其说是一

种生物学上的事实，还不如说是一种社会文化的建构，这种建构常常是与种族歧

视和政治经济压迫相关联的。结果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影响至今的种族主义。种

族主义由来已久。１９世纪法国社会思想家戈宾诺和德国思想家张伯伦对后来在欧

洲发展起来的种族主义理论及其实践活动曾产生巨大影响。张伯伦生于英国，后

加入德国籍，他曾是戈宾诺的学生。他们的理论极力宣传某些人种具有天然的优

越性，并激起人们对所谓劣等人群的偏见和歧视。法国社会学家 Ｃ ｄｅ 戈宾诺在

《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一书中，将人类种族分成不同的等级，宣扬日耳曼民族是

最优秀的。这些观点直接成为纳粹德国 “雅利安血统优越论”的理论基础。其实，

从 ２０世纪早期开始，一些学者就对种族优越论提出了质疑。第三章中已经具体讲

到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博厄斯的反种族主义思想，在此不再赘述。阿什利·蒙太古

是博厄斯的学生，他以著书立说和共同演说的形式反抗所谓的 “科学种族主义”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ａｃｉｓｍ），１９４２年出版的 《人类最危险的神话：种族谬论》首次从纯科

学的立场上，揭示了将人类种族作为一个生物学范畴所具有的谬误。发生在 ２０ 世

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种族大屠杀的惨痛教训激起全世界

对种族主义的反对。１９６３年，联合国颁布了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宣言》，明确

指出，任何种族差别和种族优越的学说在科学上均属错误，在道德上应受谴责，

在社会上实为不公，且有危险。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均不能为种族歧视辩解。

尽管种族主义在全球的一些地方仍然存在，但反种族主义是社会发展的主要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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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必然趋势。

思考题

１． 试用具体的案例分析你对语言与思维关系的理解。

２． 如何分析 “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的人类学”？

３． 从语言学、考古学和体质人类学的角度讨论人种、种族与民族主义。

 答题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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